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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NFT 数字作品发行权的证成与扩张

摘要　NFT 数字作品被提出至今尚未有明确定义。基于 NFT 铸造原理，NFT 数字作品应当由 NFT、智

能合约地址、底层作品三部分构筑而成，并依凭底层作品而拥有著作权。NFT 数字作品的网络虚拟财产

定位与交易机制原理分别符合发行权实质标准的客体特征与行为方式，NFT 数字作品交易应当定性为发

行行为。NFT 数字作品的无形性与权利用尽原则的设立目的相悖，排除权利用尽原则能形成新的利益平

衡结构，权利用尽原则已无适用之必要。现有的版税收取功能是发行权扩张后的行权后果，而非追续权的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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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缘起

自区块链诞生伊始，众多相关技术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现世，NFT 就

是 区 块 链 技 术 中 最 为 典 型 的 衍 生 物。2021 年， 艺 术 家 Beeple 的 NFT 产 品

“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 6,934 万美元的价格在佳士得拍卖行上

成交，艺术、娱乐、体育等各界的目光旋即聚焦至 NFT 这个新兴领域之上，

各大行业急遽抢占 NFT 市场高地，2021 年遂被誉为“NFT 元年”。

伴随着 NFT 产业的蓬勃发展，法学界亦纷纷围绕 NFT 产生的法律问题

展开如火如荼的探讨，2022 年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呈井喷式增长①。在司法实

践上，2022 年我国 NFT 侵权第一案②（下文简称“奇策公司案”）被公认为

我国 NFT 判例之典型，且伴随着 2023 年二审判决的一锤定音③，NFT 数字作

品的出售行为性质具有了更高公信力的认定。继此首案之后，2023 年 7 月，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在“王某玉诉海南链盒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以下简

称“链盒公司案”）中首次回应了 NFT 数字作品转售行为的法律性质④，个

1)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网络空间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研
究”(19ZDA164)。
①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NFT”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2020 年相关文献发表
数量为 20 篇，且基本是法学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文章；而 2022 年相关文献发表数量为
481 篇，其中与法学学科相关的文章有 82 篇左右。由于 NFT 又有“非同质化代币”等别称，
因此仅以“NFT”为主题进行的检索显然未将所有研究结果尽数纳入。
②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 0192 民初 1008 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 01 民终 5272 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川知民终 25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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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点与“奇策公司案”有所区别。在理论领

域，早于 2001 年就有人对数字作品著作权保护

展开思考 [1]；到 NFT 热潮的 2021 年，学者们又

对区块链数字资产的财产属性各抒己见 [2] [3]，并

就 NFT 的权利性质形成了物权说、债权说、知

识产权说、新型财产权利说等多种观点；尔后，

知识产权学者们相继开始研究 NFT 的著作权内

容、NFT 交易平台的责任问题 [4] 以及 NFT 对数

字艺术版权管理与保护的影响 [5]，更有学者对

宏观的元宇宙提出“良好”的规则治理要求 [6]。

综观当前研究成果，无论是对 NFT 著作权

性质的解读，还是对数字网络空间权利用尽原

则的适用分析，多数学者狭义理解现行著作权

法的既定规则，否定发行权在 NFT 数字作品交

易中的适用；个别观点支持发行权的适用，但

同时主张一并适用权利用尽原则 [7][8]。这些观点

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律规定与新技术发展之间

的不甚协调。本文认为，对于 NFT 数字作品交

易的著作权法评价，应当透过技术运作本质重

构 “NFT 数字作品”的客体内涵，在此基础上

澄清发行权的实质判断标准，回溯著作权具体

规则的起源及其演变历程，继而实现与 NFT 技

术实现原理的有效衔接，最终论证 NFT 数字作

品交易适用发行权、排除权利用尽原则的合理

性，完成发行权在 NFT 技术下的扩张。

二、NFT 数字作品的概念分解及财产属性

对于互联网新兴事物的研究，源于其无实

体性的特征，法学界最初总是竭力分析其物权

存在与否，对 NFT 的研究亦如是。时至今日，

NFT 的物权内容依然饱受争议，使得对 NFT 的

著作权外延也存在分歧。笔者认为，所谓分歧

主要是缘于研究者对 NFT 技术及其相关客体的

理解存在些许差错。对于 NFT 数字作品的研究，

应当从宏观视角对 NFT 数字作品的概念构成及

财产属性进行整体统一的把握，以便夯实后续

的发行权适用结论。

（一）NFT 数字作品的概念要素

在 2022 年 之 前，“ 数 字 藏 品 ”“NFT 艺

术 品”[9]“NFT 版 权 作 品”[10] 等 概 念 在 相 关 行

文中交替使用，尚未统一。更有甚者，基于对

NFT 技术的错误解读，认为 NFT 作为“艺术品

在区块链上的权益映射”，可以直接被视为“艺

术品的数字版本” [11]，粗略地将 NFT 与“作品”

直接划上等号。2022 年“奇策公司案”始创“NFT

数字作品”这一用语表述，随后被学界广泛用

于统摄 NFT 技术中的作品交易。可惜的是，自

“NFT 数字作品”概念被提出至今，仍旧是以

较为模糊的内涵为学界所知悉，而未有权威的

概念界定与解读。

众 所 周 知，NFT 又 名“ 非 同 质 化 代 币”（ 

Non-Fungible Token）， 即 运 用 区 块 链 技 术 记

录资产的数字证书。NFT 作为数字化的产物，

使得一切可数字化的事物理论上皆能将其铸造

为 NFT 并 添 加 至 区 块 链 之 上， 包 括 图 画、 视

频、艺术品、文章、网页等等，我们可以将这

些 NFT 所代表的内容称作“NFT 映射资产”。

需 要 明 确 的 是，NFT 本 身 只 是 记 录 在 区 块 链

上的代币，而非物理对象本身，也并不要求现

实世界中必须存在对应的有形物品。显然，在

NFT 映射资产的诸多种类中，不乏有著作权法

意义上“作品”。虽然这些能够构成“作品”

的 NFT 映射资产本身就拥有著作权，但其所对

应的 NFT 却不能简单认为构成“作品”进而拥

有著作权，因为 NFT 中包含的仅为相应资产的

元数据。只有以数字方式显示、传输和存储这

些元数据后，公众通过智能合约地址①才可以查

看元数据对应的底层作品（underlying work），

即 NFT 映射资产。据此，本文认为，基于 NFT

的铸造及展示原理，NFT、智能合约地址、NFT

映射资产（当 NFT 映射资产为作品时，NFT 映

射资产也可称为底层作品）共同组合成为“NFT

① 根据《以太坊白皮书》的定义，智能合约即为“根据任意的预先指定的规则自动转移数字资产的系统。”铸成的
NFT 拥有唯一的 token ID 与智能合约地址，公众可以据此使用区块链浏览器查找具体的 NFT，并查看其元数据。参
见马振华 . NFT 著作权属性辨正——兼评我国“NFT 侵权第一案”[J]. 电子知识产权，2022 年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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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作品”这一概念之内核。其中，NFT 作为

重要元素之一，是 NFT 数字作品的数字凭证，

它类似于可转让的、能打开流动仓库的提单，

既是作为掌握底层作品的象征物，也是能够解

开封存底层作品的“展示玻璃柜”的钥匙；其次，

智能合约地址是连接 NFT 中元数据与底层作品

的唯一桥梁，底层作品则是“NFT 数字作品”

载有著作权的核心关键。

根据柯斯林词典对 NFT 的解释，有学者将

“NFT 数字作品”定义为“具有注册在区块链

中唯一数字证书的数字化作品”  [12]，但该定义

中缺少“底层作品”这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导

致“数字化作品”这一表述难以立足落地，也

不免让人误解 NFT 数字作品是《著作权法》未

规定的作品类型之一。正确的内涵诠释应当从

“NFT 数字作品”构筑所需的 NFT、智能合约

地址、底层作品这三大要素切入，将“NFT 数

字作品”界定为：以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

的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为映射对象，经过铸造形成的在区块链中具有

该映射对象唯一数字凭证的数字化资产。在该

定义中，“智力成果”是直接引用了《著作权法》

中对作品的定义，“唯一数字凭证”则指的正

是 NFT，“数字化资产”这一表述能充分体现

NFT 数字作品的财产价值。需要强调的是，NFT

数字作品虽然内含“作品”一词，却无法认定

为新型作品，而只是底层作品的数字化产物。

假若将艺术家的一幅画作电子扫描后形成图片，

此过程并不具有额外的独创性，而仅仅是通过

机械性劳动将美术作品电子化以便后续储存与

供人欣赏，因此难谓产生了新作品或新作品类

型。NFT 数字作品亦是此理，其仅仅是所映射

的底层作品的另一种新兴表现形式而已。

对 NFT 数字作品的概念与构成要素进行必

要的整饬，不仅是本文研究 NFT 数字作品交易

的既定前提，也是后续对其发行权控制范围进

行分析的关键所在。

（二）NFT 是 NFT 数字作品的权利凭证

传统观念认为，“发行作品必然意味着作品

有形载体所有权转移” [13]。有学者针对 NFT 数

字作品的发行问题也专门指出，“向公众转移

其所有权是著作权中发行权所规制的行为”[14]。

众多说辞都似乎意味着所有权是产生发行权的

必要条件，故而 NFT 及 NFT 数字作品所有权的

本体论研究似乎就显得尤为窘迫。然而，目下

NFT 技术虽日臻成熟，但其应用场景与配套制

度却未见足够完善，以至于“NFT”的所有权始

终存在阙如的质疑，且实践中对“NFT 数字作品”

的所有权亦存在着矛盾论述，似乎昭示着 NFT

数字作品上发行权的澄清尚待来日。但若要揭

开迷雾，需从 NFT 的财产价值分析入手，再行

确定 NFT 数字作品的财产属性。

NFT 是赋予 NFT 数字作品以生命的关键技

术与唯一凭证，这决定了其财产属性可能会对

NFT 数字作品有所影响。NFT 非同质化的特性

决定了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可以用来表示独特

物品所有权，故而也有专业人士称之为“个性

币”[15]。有观点凭此认为，NFT 本质只是特定

的权利凭证而绝非权利，因为它仅仅是标记了

元数据的归属信息，而并不具备单独的价值 [16]。

作为我国 NFT 侵权第一案的一审审判长，王江

桥法官在其文章中也声援此观点 [17]，可是该说

法与其在一审判决书中所言却颇有出入①。持此

说的学者还认为，NFT 并非权利的立场也合乎

“通证”的一般定性 [18]。

然则，之所以大力主张 NFT 本身仅为权利

凭证，主要是囿于对权利凭证的传统认知局限：

传统理论中，权利凭证仅仅是拟制占有权的象

征或符号 [19]，需要依附于凭证所记载的客体。

权利人依据凭证可以享有对客体的完整权利，

所以权利凭证仅单纯具有证明之功用而无其独

立价值。但是，鉴于 NFT 市场的发展日新月异，

必须承认的是，NFT 的独立价值已经在实践中

不断被体现与凸显，再难将曾经的客体理论与

① 参见杭州市互联网法院（2022）浙 0192 民初 1008 号民事判决书，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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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一般定性”完全套用在 NFT 技术之上。

有元宇宙爱好者将 NFT 分类为收益类、身份类

以及效用类三种，其中身份类 NFT 是在 NFT 交

易价值驱动因素中极为重要的一类，人们旨在

通过此类 NFT 来彰显自身社会阶层，其价值来

自于藏品或艺术家的“炒作”或“影响力”。

相比于收益类 NFT，身份类 NFT 显然更具抽象

性，这导致其价值受到极大质疑。但事实证明，

身份类 NFT 符合部分人的需求且并不罕见，譬

如 在 CryptoPunks 和 BAYC 这 类 典 型 具 有 排 他

性的社区中，公众必须购买作为“入场券”的

NFT 方能拥有成员资格。可见，NFT 绝不能简

单等同于一般通证，其在市场的作用下已然可

以贮藏着独立价值。

考 虑 到 NFT 渐 次 衍 生 出 的 功 能 与 类 别，

NFT 的 独 立 财 产 价 值 具 有 局 限 性， 因 而 对 于

NFT 的法律性质便不能一言以蔽之，而是应当

根据各类 NFT 承担的角色进行谨慎的定性，确

保每类 NFT 的权能内涵都恰如其分，最大程度

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并开发社会福利的比较优

势。本文聚焦于 NFT 数字作品的财产属性与著

作权内容，并无意深究 NFT 权能的分类讨论。

因为在著作权研究领域，NFT 的独立性争论在

“NFT 数字作品”这一整体概念之下可以暂且

停息：NFT 数字作品中的 NFT 是作为底层作品

的映射凭证，使得持有者能凭借其稀缺性等表

征来满足彰显身份等精神需求，这说明只有与

底层作品结合之后其价值才被激发，表明了其

仅具有一般通证的特性。因此，将研究视阈限

定于 NFT 数字作品时，NFT 只能依靠映射资产

的存在才具有客观市场价值，此时其法律本质

应当是映射财产的数字登记证书或版权证明 [20]，

无法设立独立的所有权。此外，或许是为宣传

之便利，早先 NFT 交易平台直接粗暴地将 NFT

称为数字化后的映射资产，所以部分公众会不

明就里地将 NFT 这一数字证书当作数字贸易之

下的新作品类型 [21]。于是，即使此前相关论著

纷呈，却有不少是在未探明 NFT 本质之时便草

率使用“NFT 的著作权”之类的表述。但事实上，

NFT 本身由于绝对缺乏作品构成要件而无法成

为作品，更无法承载著作权，对此需要及时纠正。

无需担忧的是，尽管 NFT 在 NFT 数字作品

中居于从属地位，却不妨碍 NFT 数字作品的属

性认定与著作权权项的后续证成。

（三）NFT 数字作品的网络虚拟财产属性

除 NFT 之外，NFT 数字作品还包含智能合

约地址与底层作品两大要素，因此 NFT 数字作

品的物权性质不能从前文分析中径直得出结论，

而是应当另行处理。对此，笔者认同“奇策公

司案”二审观点，即 NFT 数字作品应当属于网

络虚拟财产而并不能存在所有权。只是笔者进

一步认为，NFT 数字作品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

客体定位依旧能够对 NFT 数字作品的发行权确

立给予肯定回应。

早前，在实践与理论的观点中“所有权”

曾一度出现在 NFT 相关概念中。在众多文章中，

似乎大多数学者都认可 NFT 是与作品对应的唯

一“数字所有权证书” [22]，又或者是 “代表资

产所有权的电子记录”  [23]。在 NFT 的实际交易

市场中亦存在类似表述：“幻核”作为腾讯公

司旗下的著名 NFT 交易软件，其《幻核软件许

可及服务协议》中第 2.2 条写道：“您购买作品

后，作为购买者，您的相关信息将写入该作品

的元数据中，作为您拥有该作品所有权的凭证。”

在“奇策公司案”中，一审法院也认为“当一

件数字作品复制件以 NFT 形式存在于交易平台

上时，就被特定化为一个具体的‘数字商品’，

NFT 交易实质上是‘数字商品’所有权转移，

并呈现一定的投资和收藏价值属性”①。由此可

见，许多观点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 NFT

数字作品必定存在所有权之意，并将此立场融

入 NFT 的定义表达。然而，“奇策公司案”的

审理者在该案后的撰文中纠正了一审中的说辞，

又改称 NFT 数字作品不存在所有权，认为基于

物权法定原则，“NFT 数字作品交易并非实质

意义上的所有权转让，而是一种数字资产（虚

① 参见杭州市互联网法院（2022）浙 0192 民初 100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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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财产）转让” [24]。“奇策公司案”的二审法

院更是补充指出一审的“表述确实存在语义模

糊之处”，直言“原审判决中所指的 NFT 数字

作品的‘所有权’不应理解为民法中的物权意

义上的所有权”①。

实际上，风向杆的陡然转变并非无从寻迹。

NFT 之所以曾被直接定性为“所有权”的凭证，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传统实物作为映射资产的影

响②。可是理论上 NFT 所映射的资产可为一切有

形或无形的事物而非仅仅实物体，聚焦到底层作

品上更是如此。当 NFT 映射资产为底层作品时，

知识产品天生的无形性决定了 NFT 数字作品中

的 NFT 所代表的从来不是底层作品的“所有权”，

而是数字化资产的财产性利益（类似于实体书

籍的所有权）。无论底层作品是传统实物艺术

品，还是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如网络图片），

经过 NFT 铸造后皆被数字化手段重塑，成为在

全网具有唯一识别代码的 “NFT 数字作品”，

此时 NFT 数字作品就属于可以交易变现的特定

财产性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下简称《民法典》）的规定便可成为“网络虚

拟财产”。

虽然 NFT 数字作品在现有法律体系下仅能

被列入“网络虚拟财产”，却并不影响对 NFT

数字作品著作权性质的判断。无论底层作品的

物理载体存在与否，也无论 NFT 数字作品拥有

所有权还是属于网络虚拟财产，NFT 数字作品

的核心源泉无疑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

此 NFT 数字作品始终都拥有着著作权法上要求

的独创性等一应特征。虽然 NFT 的著作权明显

阙如，但 NFT 数字作品的著作权性质却具有天

然合理的稳定性。

通过对 NFT 及 NFT 数字作品的财产属性的

辨析，不仅澄清了 NFT 与 NFT 数字作品之间的

用语含混之处，而且 NFT 数字作品的网络虚拟

财产之定位已经自动暗合了发行权的适用标准，

更奠定了在 NFT 数字作品中发行权扩张的理论

基础。

三、NFT 数字作品发行权的确立

自从进入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的主要储存

媒介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有形物理媒介的中

心地位为数字化的存储方式所取代。早于上个

世纪末，数字化现象就已经推动我国一些学者

不间断地对计算机网络环境中的发行权适用与

权利用尽等系列问题开启探讨与质疑 [25]。当区

块链在 2017 年末爆火之后，学术界开始新一轮

的网络环境发行权热议，并伴随着 NFT 的出现

而趋近高潮。然而，“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

我们便不能清楚合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 [26]。

法律的发展应当因时制宜，为保证传统规定与

新兴事物的顺利衔接，既要在严格遵守发行权

既有规则的同时寻找深层的实质性标准，又要

挖掘规则的历史渊源与形成原因，最后再根据

当前 NFT 交易运作实践做出最为合理的逻辑梳

理与制度安排。

（一）发行权适用的实质标准

数字网络给著作权带来的最棘手问题就在

于它改变了作品的传播方式，使公众无须经过

物质载体所有权或占有的转移就可以获得作品

的新复制件，这就与我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

的现有发行权法律规定产生了表面冲突。我国

《著作权法》第 10 条将发行权定义为“以出售

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

件的权利”。在传统网络环境中，用户正是通

过网络下载就能够将数字化文件储存至自己计

算机中，该行为仅仅是在新的物质载体上形成

了新的作品复制件，导致作品复制件数量的绝

对增加。这一过程既不会让作品的原物质载体

在物理空间中转移，又不会使作品的原数字化

① 见杭州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 01 民终 5272 号民事判决书。
② 作为映射内容的传统实物无疑是具有所有权的，而 NFT 又被公认为是映射内容的权利凭证，因此难免会将 NFT
视为是传统实物的“所有权”的象征，加上 NFT 问世初期社会公众的误解误用，就混用了传统实物的“所有权”与
NFT 数字作品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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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占有人产生变化 [27]。换言之，网络传播

可以形成新的作品复制件，但无法向公众直接

“提供”原有复制件，遂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

对发行权的含义阐述，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反而

可能更偏向复制权的规制行为①。

在比较法层面，早在 1995 年，基于现实利

益之考虑，美国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IITF）

发布的《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

书就建议扩大“发行权”的控制范围 [28]，虽然

该白皮书被国会因其他原因所否决，且美国《版

权法》第 106 条中界定发行权的条款在文字上

也未发生变化，但美国法院大多接受了通过网

络公开传播作品构成“发行”的观点②，完成了

对“发行”的控制范围在实质意义上的扩大解

释调整 [29]。不过，美国的观点修改却未得到国

际条约与其他国家法律跟随的脚步。早先的《伯

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以下简称《伯

尔尼公约》）由于认为发行是复制的其中之义

而仅规定了复制权而未单独规定发行权③，后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IPO

版权条约》）第 6 条第 1 款将发行权补充定义

为“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

供其作品原件或复制品的专有权”，却又在第

8 条另行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④，明确将网络传

播行为与发行行为划开界限；英国《版权法》第

18 条第 1 款规定，向公众分发该作品的复制件是

受任何类别的版权作品的版权所限制的作为⑤；

德国《著作权法》第 17 条第 1 款也将发行权界

定为“向公众提供或交易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

的权利”⑥。显然，除美国外的大部分国家都以

审慎的态度处理互联网数字时代下发行权与信

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轻易不会动摇现有的“发

行”概念。

但是，在上述各国规定中，其实“有体物”

的用语大多没有被直接列入条文，而只是法院

在适用发行权时的一种限缩解释。以我国规定

为重点，兼顾检视其他国家对发行权的定义，

可以发现反复被提及的是“提供”“分发”“销

售”以及“原件”“复制件”等表述，其中“提

供”“分发”指的是行为方式，而“原件”“复

制件”表示客体特征。由此推断，只要将作品

的“原件或复制件”以“提供”的方式进行移交，

就能落入我国发行权的文义解释范围。而要实

现这一行为效果，其实并不必然需要限定在有

体物形态之内，只须具有“特定性”的财产即可。

遵照这一文义解释，可以提炼出发行权实质适

用标准的两项要件：一是客体特征，即特定财

产的“原件或复制件”； 二是行为方式，即不

增加复制件数量的“提供”。质言之，只要承

载了作品的特定财产在不增加复制件的前提下

完成所有者的变更，就能够构成发行行为。

（二）NFT 数字作品的发行权证成

基于发行权适用的实质标准，看似在传统网

络时代难以形成世界统一概念的难题，在 NFT

数字作品交易中却得以自行消解泯灭。作为区

块链的技术外延创新形态的 NFT，诞生至今除

①  然而，此前在网络环境中的复制行为是否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权规制范围亦存在争议。不过，在
2021 年《著作权法》修改之后，新《著作权法》将“数字化”明确列为复制的行为方式之一，就此确定了数字化复制
也属于复制权的规制行为。
② 例如，在 Napster 案中，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P2P 软件用户未经许可将 MP3 音乐文件置于“共享区”供
其他用户检索和下载的行为构成“发行”行为，侵犯了版权人的发行权。SeeA ＆ M Records, Inc. v. Napster, 239 F. 3d 
1004, at 1004, at 1014 (9th Cir 2001).
③ 《伯尔尼公约》第 9 条第 1 款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
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
④ 《WIPO 版权条约》第 8 条规定：“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第 11 条第 1 款第 (ii) 目、第 11 条之二第 1 款第 (i) 和
(ii) 目、第 11 条之三第 1 款第 (ii) 目、第 14 条第 1 款第 (ii) 目和第 14 条之二第 1 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
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
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
⑤ (UK) Copyright, Designand Patent Act 1988, Sec. 18.
⑥ German Copyright Act, Sec.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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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为区块链中激励社区用户的价值物之外，

更多的是充当数字价值标的物，为区块链上的

数字化资产确权。正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等特

征与 NFT 不可替代、不可互换等特征相结合，

造就了每个 NFT 数字作品的独一无二。当每一件

NFT 数字作品都拥有专属代码时，其已然成为不

同于 “种类物”的 “特定物”①，也因此才被定

性为“网络虚拟财产”。但“网络虚拟财产”的

定位能够厘清 NFT 数字作品的发行权适用逻辑。

 首先，“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性质满足

发行权实质标准的客体特征要件。财产法作为

开放的权利体系 [30]，在财产权客体从有形到无

形的扩张趋势之下，不断容纳新型财产形式，《民

法典》甚至在第 126 条对法律上的财产作出了

开放式规定，只要其能符合价值性、排他性以

及可让渡性这三方面标准即可 [31]，这些标准铸

就了网络虚拟财产与有体物之间的相同点。虽

然网络虚拟财产因其无形性而无法拥有所有权，

但其作为特定财产在网络虚拟空间的表现形式，

与有体物具有相同的财产必要特征。每“件”NFT

数字作品都能具有独立价值，也同样能按“件”

为人所排他性占有、让渡，因而自然可以如每

份有体物一样被称为“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

其次，发行权实质标准的行为方式要件也

由于 NFT 交易机制原理而得以满足。NFT 数字

作品即使无法在物理空间中移转作品的物质载

体，却也不像传统网络传输一般先进行数字化

复制后储存新的复制件，而是仅仅在区块链上

将原有 NFT 数字作品进行“提供”式的交易流转。

在购买者成功支付对价之后，NFT 数字作品中

NFT 所记载的数据随即修改，这代表着 NFT 数

字作品交易的完成以及权利的过渡，此过程可

以类比为物权法上的拟制交付：作为特殊的现

实交付方式，如汽车、船舶等特殊动产无法直

接进行交接，因此将控制此类动产的钥匙作为

交付的标的，修改 NFT 记载的数据相当于交付

所出售汽车的钥匙，数据修改完成即可视为完

成 NFT 数字作品的“交付”。交付完成之后，

购买者所得到的正是原先铸造的那份 NFT 数字

作品，而不是在交易过程中另外产生的全新复

制件，这一运作模式完全符合“提供”式的行

为要求。

无物质载体的作品依凭 NFT 原理的支持突

破了固有观念和传统技术的重缚，显然能够满

足《著作权法》中“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

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这一发行行为的

字面要求。更何况，由于“赠与”极为罕见，“销售”

本身就是著作权意义上最为重要的一种“发行”

方式，以至于在实践中“发行”基本上可以等

同于“销售”[32]，这更加显得 NFT 数字作品的

销售完美契合了我国《著作权法》中发行权之

概念。所谓网络环境中不存在发行行为的说法，

在 NFT 视角下应属过于武断的伪命题。

（三）对传统观点的回应

在现有研究中，NFT 数字作品适用发行权

的支持论显然式微，更多的是主张以信息网络

传播权控制 NFT 数字作品的商业市场运作。因

此，面对否认在 NFT 数字作品中适用发行权的

传统且主流观点，有必要予以正面回应与驳斥。

在否认 NFT 数字作品交易构成发行行为的

理由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以王迁教授为代表

的法律解释论与体系统一论。法律解释论认为

“发行”的解释应当严格依照我国《著作权法》

的明文规定，即要求必须转移固定了作品的有

体物的所有权 [33]。然而此说颇为牵强：首先，

自始至终我国《著作权法》都并未如加拿大版

权法等法律在条文中明确“有体物”，而是以“原

件或复制件”代之。笔者并不否认“‘作品’与‘作

品的原件或复制件’显然不能画等号” [34]，只

是此时“作品”指代的是“底层作品”，而“作

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则指向“NFT 数字作品”

这一整体概念，二者本身就不能混为一谈。在

国际条约规定中，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

权条约》的“议定声明”限定了“原件和复制件”

① 此处的“特定物”不同于物权法上的“特定物”，因为后者是特指有实体形态的物品，而前者只是意在表示每一份
NFT 数字作品具有自身单独特征、不能为他者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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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指可投入流通的有体物，但这属于缩限发行

权的管制范围，一则该条约签订之时无法预见

当下 NFT 产业的繁荣盛况，二则各国依据 NFT

数字作品交易的实际需要而承认发行权的适用，

也将是提高而非降低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并不违反国际条约义务。

体系统一论则认为 NFT 数字作品交易不能

从其他数字作品交易中分离出来而单独适用发

行权，否则会使得规则支离破碎。然纵观著作

权法理论，将法律逻辑置于后顺位的规则安排

也并非毫无先例。现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第 22 条在满足一定基本要件的前提下，

排除了网络内容存储服务商的直接侵权责任，

却对加框链接的设链者苛以直接侵权责任，虽

然看似对网络内容存储和发布服务提供商的归

责体系不甚统一，但前者是为了保护网络内容

存储服务商的积极性，以及避免过度的防侵权

措施带来的言论自由权受阻；相比之下，后者

行为带来的补偿性收益实在有限，故加大问责

力度。不难发现，如此安排是出于政策性的考量，

而非一味追求所谓的法律逻辑体系 [35]。更何况，

所谓的规则只要有统一的适用标准就足以避免

体系的割裂，亦能确保各行为受到合理规制。

前文提出了发行权适用的统一实质性标准，说

明网络虚拟财产的转让与有体物的转移本质几

近相同，本就与其他会产生新复制件的数字作

品交易原理（即使交易完成后会删除原件或原

复制件）互不相通，以特定财产的“提供”式

转移作为发行行为的统一标准方是顺时承势的

不悖之道，拘泥于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划分

界限反而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

此外，发行权在数字网络空间的扩张可能

会引发某些学者产生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相重叠的质疑。尽管在最新的“链盒公司案”

中，一审与二审法院都坚持认为 NFT 数字作品

的发售、转售既不属于发行权所辖范围，也不

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①，但在“奇策

公司案”中，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排除发行权后，

论证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在 NFT 数字作品交易中

的适用。而且，在理论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拒

绝发行权在 NFT 数字作品中确立的同时，也都

是以信息网络传播权取而代之 [36]。初看之下，

在数字网络空间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存在似

乎显得发行权叠床架屋，但实则不然，二者控

制的作品使用行为事实上各有着落：对于发行

权而言，每个 NFT 的唯一性营造了其稀缺特质，

且智能合约的条件达成即会自动触发交易，如此

众多因素的结合必定促使大部分 NFT 数字作品

不停在出售和购买间循环往复，NFT 数字作品

亦是在不断地被“提供”之中，发行权的主要

涵摄范畴便在于此；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言，

为了销售 NFT 数字作品，必定会被拥有者放在

NFT 交易平台上进行展示，例如某幅画作或某

段视频，网络用户能够在自己选定的时间进入

交易平台观看、欣赏该底层作品，此行为就受

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简言之，发行权关

注的是 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流转，而信息网络

传播权则是重视 NFT 数字作品交易或者其他场

景中的展示。笔者补充认为，当铸造者或交易

平台未明示出售的权利内容时，NFT 数字作品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默认移转，以保证其“摆

显权”的原有期许用途 [37]，而发行权等权利需

要通过双方合意后确定。如果出售方未明确转

让发行权，那么购买者便无法将该 NFT 数字作

品再次出售，但依然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展览，

行使移交而来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括而言之，困于目前通行的计算机网络的

“上传 - 下载”技术之桎梏，传统网络环境中

的发行权引发了百家争鸣乃至国际上的不同法

律规定。虽然该争论尚未解决，但统一发行权

的实质适用标准后，NFT 领域中的发行权却能

在理论的构筑上实现由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

无缝对接，这也为 NFT 视阈内排除发行权用尽

规则铺垫了精准的逻辑前提。

①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 01 民初 10421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川知民终
25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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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NFT 数字作品发行权的扩张

“奇策公司案”在拒斥发行权的适用后，

顺理成章地一并排除了权利用尽原则。可正如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历史研究之一页当

抵逻辑分析之一卷。”通过追寻权利用尽原则

的初始意蕴与历史演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科

技迭代中树立稳定且适当的方法论，从而确定

权利用尽原则究竟是否需要延及至 NFT 数字作

品的交易之中。

（一）权利用尽原则的历史起源

权利用尽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许可

使用人一旦将知识产品合法投入流通市场之后，

原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的部分或全部排他权就

此而穷竭 [38]。虽然本文研究焦点为 NFT 技术下

的著作权，可权利用尽原则实际上是从专利领

域延伸至商标、著作权领域。在专利法上，19

世纪的英国法院便依据合同法中默示许可理论

率先创建了专利权默示许可制度，若专利权人

或其许可人在首次将产品投入流通时未声明限

制，即可推定购买者被允许任意使用或者转售

该产品 [39]。此后默示许可理论被科勒教授引入

德国，并且为了矫正其原有缺陷而提出权利用

尽原则理论 [40]。1873 年，美国同样在专利法上

通过判例确立了专利权的首次销售理论①，限制

专利权人进一步控制或者限制产品的后续流通。

随后权利用尽原则才在著作权、专利、商标三

大领域逐渐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 [41]。

尽管在三大领域中权利用尽原则的涵摄范

围因权利客体的差别而不尽相同，却都凝结着

对社会经济成本与人类知识传播的思忖。由于

知 识 产 品 的 公 共 物 品 性 质 以 及 知 识 产 权 的 垄

断特征，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合理性与人类精神

文化发展等多角度阐释了权利用尽原则的必要

性：首先，在经济学层面，知识产品特有的非

竞争性与非排他性，致使由私人市场提供知识

产品的营利模式会难以为继，最后只能通过公

权力垄断经营才能激励生产者创造的积极性。

但是，毫无限制地赋予垄断权又会使得知识产

品垄断效率低于竞争效率，复杂的经济理论分

析结果显示，权利用尽的设立得以平衡知识产

品专有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保障市场竞争而

避免过度垄断，尽可能减少对产品自由流通的

阻 碍 [42]。 其 次， 在 文 化 传 播 层 面， 美 国 首 席

大 法 官 马 歇 尔 有 云：“促 进 有 用 艺 术 的 进 步 是

每个文明政府的利益和政策。”②权利用尽原则

正是在防止知识产权不当扩大的同时确保合法

的知识产品在市场上自由流转，从而保证著作

权法、专利法等法律规则对文学艺术作品与发

明创造技术的辐射广度，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43]。具体到著作权领域，考虑到作品经过商业

化的复制后大多是通过发行实现经济价值，权

利用尽原则早已基本被各国法律限缩为对发行

权 的 限 制③， 并 细 化 称 为“ 发 行 权 用 尽 原 则”

（exhaustionofdistributionright） 或“ 首 次 销 售

原 则”（thefirstsaledoctrine）。 发 行 权 用 尽 原

则的核心要义是，著作权人在转移作品物理载

体所有权后就无权控制其后续的所有权变动。

既然已知发行权用尽原则的初始源头，那

么或许需要从该原则首次扩展到著作权领域的

案例中寻找限制发行权的深层次目的。1904 年，

权利用尽原则在美国 Bobbs-Merrill Co. v. Straus

一案中被正式提出④。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谬误

① SeeAdams v. Burke, 84 U.S. 453 (U.S., 1873).
② SeeGrant v. Raymond, 6 Pet. 217, 241, 8 L. Ed. 376.
③ 不过，有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其法律中的发行权概念不包含出租权，因此在规定了发行权用尽原则之外又另行规定了
出租权用尽原则，如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 59 条第 1 款规定，在台湾地区管辖区域内取得著作原
件或其合法重制物所有权之人，得以转移所有权之方式散布之。第 60 条规定，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制物之所有
权人，得出租该原件或重制物，但录音及电脑程式著作不适用之。
④ 在该案中，原告作为小说《漂流者》的版权所有人，在版权声明的下方即书扉页的后一页插入声明：“这本书的零
售价是净价 1 美元。没有经销商被授权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将被视为侵犯版权。”被告明确熟知书
上的通知条款，但后以每本 89 美分的统一价格零售该书，并且未经原告同意，仍以每本 89 美分的价格零售、展示和
提供该书，原告遂提起诉讼。SeeBobbs-Merrill Co. v. Straus, 210 U.S. 339 (U.S.,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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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错误理解了首次出版权，因为版权是概念

上的、无形的财产权利，完全独立于物质财产。

美国最高法院也强调，版权是为作者或其受让

人的利益而复制的专有权利，与图版或任何其

他存在的实物无关，版权法规虽然保护版权所

有者复制和出售其作品的权利，但并不产生通

过（如本案中的）告示来限制未来购买者零售

该书的权利。最终，法院认定只要一个版权作

品（或复制件）的所有权人通过销售的方式无

条件地将该物品转让给他人，该所有权人就不

再有权控制该物品的再次销售行为。从该案的

判决说理不难看出，法官对法律的引用与大量

的论述都将重点指向了知识产权与物品所有权

的分离。可见，撬动知识产权人过于强势之地

位、允许商品顺利自由流通，才应当是发行权

用尽原则的最初意图。继续追本溯源可以推知，

立法者对商品自由交易的追求显然是以有体物

存在所有权为前提，因为倘若有体物并不存在

所有权，避免知识产权人对有体物的物理控制、

保障所有权顺利行使等理由就再无根基。

（二）NFT 数字作品交易不适用权利用尽

原则

挖掘出权利用尽原则在著作权领域的初始

意蕴之后，该原则在 NFT 数字作品交易中的适

用需求便不言自明。NFT 数字作品本就脱离了

有形物质载体而不再保有所有权，设立发行权

用尽规则的初始忧虑在 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过

程中不复得见，此时 NFT 数字作品交易虽属于

发行行为，却不应当再执拗地套用权利用尽原

则以限制发行权。

其一，此前发行权用尽原则需要适用，最

根本症结在于前网络时代中作品与其有形载体

的不可分离性 [44]，而后网络时代的 NFT 数字作

品恰好完全不需要以物质有形载体为依托。在

前网络时代，该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作品必须倚

靠物权法意义上的“有体物”才得以呈现。作

为物权的客体，该“有体物”的占有人通常享

有所有权，这就与作品的著作权相交叠重合，

造就了颇为复杂的权利局面，也难免先前的德

国联邦法院认为所有权是对第三人著作权的障

碍而不得行使 [45]。为了勉力平衡物权与著作权

主体的利益缠斗，发行权用尽原则原本起到了

行之有效的积极作用，乃至后来欧盟法院还承

认发行权用尽原则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于数字环

境①。但如今 NFT 数字作品的所有权荡然无存，

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

改的透明性优点能够保证该类财产的顺利流转，

回避了权利行使的正面冲突，使得著作权人掣

肘物权过甚的原始忧虑不再，是故权利用尽原

则 也 毋 需 存 在。 至 于 著 作 权 人 不 合 理 地 限 定

NFT 价格等潜在的垄断、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

为，大可留给《反垄断法》适时出手规制。

其二，权利用尽原则的排除有利于优化知

识产权利益架构，更加契合设立权利用尽原则

时提出的经济学理论与文化传播要求。有论点

称，著作权法创设发行权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

他人出售作品的非法复制件，因而经过著作权

人授权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一旦进入市场就不

应当再受发行权的约束，故以发行权用尽原则

来遏止发行权范围的蔓延 [46]。诚然，在传统实

体销售中，权利用尽原则能够阻止权利人过分

主张自己对作品复制件享有的报酬收入，以达

到物权人与著作权人的收益均衡。可是在网络

环境中，作品的传播途径多样，传播难度大大

降低，社会公众极为容易获得作品。一方面，

相当数量的公众直接在网络上得以直接阅读或

欣赏作品，影响了版权人日后的出版发行；另

一方面，作者碍于作品传播范围与数量的控制

难度，无法收取相应客观恰当的经济利益。正

因为如此，信息网络传播权才被创设来控制网

络传播的行为，而不加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用

尽原则”之限制。再者，目前对 NFT 数字作品

① 2012 年 7 月，欧盟法院在“甲骨文（Oracle）国际公司诉 UsedSoft 德国公司”案中阐述和明确了在欧盟境内通
过网络下载出售的计算机程序适用发行权穷竭原则，但这是因为考虑到数字销售软件与实体销售软件其实相类似。
SeeUsedsoftGmb H v. Oracle International Corp. EU Court of Justice Case C-1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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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更多是出于收藏、彰显身份等目的，购

买 NFT 数字作品的用户基本不是为了获取“有

用的知识”，赋予著作权人层层交易的控制权

与收益权并不会对社会知识的传播有过多的消

极影响。概言之，在网络环境与 NFT 数字作品

交易环境的双重因素裹挟下，利益的天平可能

会过多偏向社会公众，此时原本就旨在保护社

会公众利益与物品所有权的权利用尽原则如果

再度适用于 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过程中，只会

加剧利益天平的倾斜。既然著作权人与社会公

众的利益分布本就与传统环境不同，加之所有

权与发行权的冲突又有所消弭，权利用尽原则

便可以不予适用，而交由铸造者自行调节。譬如，

著作权人铸造 NFT 时，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明确

设定对该 NFT 数字作品此后的每次交易都收取

一定的费用，以达到层层控制的目的，若是该

NFT 数字作品本身具有极大的价值，那么收藏

者们的多次易手自然会使它的价格水涨船高，

著作权人也能因溢价而获得相应收成；若是该

NFT 数字作品本身价值低廉，用户们又得知由

于要给铸造者交纳发行权费用，所以每次转让

都得溢价而出，那么它的市场或将门可罗雀，

著作权人与铸造者见此情形，日后便可能会取

消对每次交易都收取费用的设定，以增大市场

销量。无论如何，最终通过市场机制自动纠偏，

著作权人及用户都能达到最佳的权利模式与经

济平衡状态。

综上，因为 NFT 数字作品无需物质载体且

能够在技术的保护下自由流通，即便我国《著

作权法》中的发行权概念在 NFT 数字作品的交

易流转中的确存在合理解释，权利用尽原则却

缺乏了移植的适宜土壤，弃绝权利用尽原则既

不会产生与物权的矛盾，还能使得著作权人在

物理现实中利益追续的窘境得以摆脱，进而优

化知识产权利益架构。

（三）版税收取功能是发行权扩张之体现

在 NFT 数字作品可以适用发行权的认知下，

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模式也由此产生全新的解

读逻辑。目前在国外，部分 NFT 平台允许铸造

者在智能合约中设定后续每次交易时的利益抽

成比例①。当后续交易开展时，智能合约的执行

将自动为铸造者收取费用，形成了表面类似追

续权的效果。有学者对此明确指出，“这种做

法并不满足法定追续权的三大要件” [47]，笔者

对此观点深表认同。立足于本文之立场，现有

的版税收取功能应当被视为发行权在排除权利

用尽原则之后的行权效果，而非追续权的实质

呈现。

首先，追续权与发行权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针对作品有形物质载体享有的权利，都能

控制作品有形物质载体的多次交易行为，只是

追续权对作品有形物质载体的干涉程度更低。

权利用尽原则的出现使得财产能够挣脱发行权

的约束而自由转让，但为了救济和补偿作者在

作品多次流转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追续

权又允许作者继续对作品物质载体（原件）的

后续转手收取费用。可见，虽然追续权独立于

发行权之外，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权利用尽原

则 的 有 限 突 破 [48]。 然 而， 本 文 业 已 排 除 了 在

NFT 技术下的权利用尽原则，说明发行权可以

持续控制后续交易过程，就毋需追续权对权利

用尽原则的额外突破，以对鲜有的不公平情形

另作补充。

其 次， 追 续 权 仅 针 对 作 品 原 件 而 非 所 有

NFT 数字作品。追续权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美

术作品的作者在其尚未出名时，往往将其画作

以低价卖给艺术品商人，然而当作者作品的艺

术价值被发现后，拍卖商和艺术品商人对画作

的转手价格远远高于其收购价格。也就是说，

追续权是专门针对最有升值空间的作品原件，

而非作品的任何复制件。需要承认的是，某些

NFT 数字作品确实也极具收藏意义，内含较大

的潜在价值，也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溢价，但其

仅是底层作品的数字化形式，绝非底层作品原

件，不应当认为是追续权的适用对象。即便有

些 NFT 数字作品是作品的直接体现，也仅仅限

① 例如，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NFT 数字作品交易平台 OpenSea 就要求铸造者对二次交易的利益分享比例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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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范围的 NFT 数字作品，追续权无法由此适

用于整个 NFT 数字作品交易平台。

无论如何，就 NFT 数字作品的超高溢价现

象，完全可以通过发行权的扩张来平衡作者的

利益。具体而言，通过前述的版税收取功能，

只要智能合约设定好利益抽成比例，铸造者便

会自动根据 NFT 数字作品的后续溢价获得相应

的潜在价值回收，轻而易举地杜绝了在实体环

境销售中追续权本欲解决的问题。既然发行权

的适用加上权利用尽原则的排除足以实现追续

权之使命甚至更胜一筹，那么便没有必要将版

税收取功能强行认定为我国并不承认的追续权，

更无必要为此在《著作权法》中特设追续权而

徒增立法成本。

五、结语

虽然本文主张在 NFT 数字作品领域扩张对

发行权的适用范围，看似增加了修改法律制度

的成本，但细细考究可知并不尽然。其一，对

于发行权而言，现行《著作权法》中发行权概

念的文义解释足以容纳发行权延及 NFT 数字作

品交易的情形，只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案例实

践对此予以明确即可，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地修

改《著作权法》以应和本文结论。其二，对于

权利用尽原则而言，虽然在我国《专利法》中

对其有明文规定①， 但在我国《著作权法》条

文中无从寻觅，只是作为一种基本法理为司法

实践所普遍遵循，因此对其在 NFT 数字作品中

排除适用不会额外增加立法与司法成本。此外，

如若日后我国 NFT 数字交易平台添加了版税收

取功能，在我国并无设立追续权的著作权制度

现状下，只能将其确定为发行权的行权后果。

更何况，发行权的确定适用以及权利用尽原则

的排除还可以有效实现追续权的制度价值，从

而减少了引入新型专有权利的诸多不便。

2022 年 8 月， 腾 讯 旗 下 曾 风 云 一 时 的 数

字藏品平台“幻核”宣布关停，标志着数字收

藏市场正逐步从火热走向平静，也暗示着数字

藏 品 交 易 体 量 的 冷 却。“数 字 藏 品 卖 得 出 去 叫 

NFT，卖不出去叫 JPG。”这句戏谑一语道破

了 NFT 的生命与价值在于交易流转。新兴事物

在出现时，一哄而上固然能营造表面的繁盛，

但如若无法打破固有思维，一味地墨守成规，

那么便无法厘清其背后的法律逻辑，一哄而散

也在所难免。只有承认 NFT 数字作品的发行权

扩张，并将其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分而治之，才

能使二者各司其职，确保 NFT 行业的顺利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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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Distribution Right in NFT Digit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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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FT digital works have not yet been clearly defined since they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FT casting, a NFT digital work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ree parts: NFT, 
smart contract address, and anunderlying work. And NFT digital works have copyright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underlying works. The positioning of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and the principle of 
transaction mechanism of NFT digital works are in line with the o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al 
mode of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 of the right of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and the transaction of 
NFT digital works should be qualified as the act of distribution. The intangible nature of NFT digital 
works contradicts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xhaustion-of-rights doctrine, and the 
exclusion of the exhaustion-of-rights doctrine can form the structure of the new balance of interests, so 
that the exhaustion-of-rights doctrine has no longer been necessary to be applied. The existing royalty 
collection function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expansion of distribution right, rather than a manifestation 
of retroactiv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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